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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模式与大科学装置的科技成果产业化

吴月佳, 柯遵科*

中国科学院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49

摘要：线性模式、二维象限模型、三螺旋模型和发明-发现循环模型是创新模式的四种基本类型。大科学装置

的科技成果产业化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其中平台型或应用支撑型装置在促进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本研究通过对四种经典创新模式的理论分析，结合具体案例，揭示不同创新模式在

大科学装置科技成果产业化中的适用性，并探索各模型之间的继承、发展与互动关系。研究表明，不同类型大

科学装置的科技成果产业化过程存在差异：平台型装置能够依托三螺旋模型促成基础科学与技术应用的双向循

环；专用型装置更多呈现线性模式与发明-发现循环的嵌套，公益型装置则主要依赖政府主导的开放式创新。

参与产业化的多元主体在不同阶段可实现角色的动态转换。四种创新模式各有适用边界，通过在不同语境下的

融合与调配，可以构建出更加适用于大科学装置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动态创新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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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912年，熊彼特（J. A. Schumpeter）界定了“创

新”的概念，并提出了五种创新类型[1-2]。此后，关

于这些创新类型的研究逐渐深化，并广泛地扩展到科

技、社会学、管理学等多个领域。从开展创新活动的

主体视角出发，学术界对企业、高校、机构和国家等

主体的创新模式构建、比较、演变及提升路径等问题

展开了日益深入的探讨。学者们努力探究不同主体如

何形成独特的创新策略与模式，并持续讨论这些策略

与模式在实践中如何演化。自布什提出线性模式[3]至

20世纪 80年代，学界对于创新模式的研究表明，创

新是一个动态、集成、综合的过程，应当从创新的全

过程而非单一片段出发来审视创新活动[4]。目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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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界已经形成了四种较为成熟的创新分析模式：线性

模式、二维象限模型、三螺旋模型以及发明-发现循

环模型。

不同时期的创新模式不仅揭示了科技与经济之间

的复杂关系，还为不同的发展模式与路径提供了指

导。在大科学时代，大科学装置在科学研究方面扮演

着战略角色[5]，同时，其社会影响及经济效益也日益

受到重视[6-9]，能够为国防创新或产业创新活动提供

有力支撑[10]。大科学装置所依托的科技成果产业化，

正是大科学时代科技与经济沟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的关键体现，展现了在特定科学背景下独特的创新模

式与路径，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我国已有学者对依托大科学装置进行科技成果产

业化的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就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的

模式[11-14]、经验与关键因素[15-16]、融合机制[17]以及

人才培养[18]等方面形成了初步认识。然而，当前研

究多采用经验性方法，集中于总结个别装置的产业化

模式，虽然回答了“为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

但较少从理论层面探讨大科学装置开展产业化的“应

然”问题。通过分析不同的创新模式及其相关理论，

可以为明确大科学装置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模式与路径

提供思路，并为其实践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鉴于

此，本文将从理论模型出发，探讨创新的线性模式、

二维象限模型、三螺旋模型以及发明-发现循环模型

为大科学装置科技成果产业化提供的理论与政策

指导。

1　线性模式与大科学装置的科技成果产业化

线性创新模式的经典理论阐述，集中体现于范内

瓦・布什（Vannevar Bush）于 1945年提交的《科学：

无尽的前沿》报告[3]。该报告的基本观点之一认为：

科学是创新的起因与来源，基础研究是技术进步的先

行者。基础科学有长远的根本性的意义，是技术创新

的源泉。

布什在担任科学研究发展局（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SRD）局长期间，推动

“曼哈顿计划”的成功实施。通过实施这项计划，一

批著名的国家实验室在美国创建，直接影响了美国大

科学装置的发展。在“曼哈顿计划”中，为了实现原

子弹的研制，美国政府投入巨资建设了包括原子反应

堆在内的重要科研设施，后来成为国家实验室的雏

形，如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 （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LANL）、橡树岭国家实验室

（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ORNL）、阿贡国家

实验室（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ANL）和桑迪

亚国家实验室（Sandia National Laboratories，SNL）

等。战后，在布什报告的推动下，基础研究在创新链

中占据核心，以资助基础研究、倡导自由发展为核心

理 念 的 国 家 科 学 基 金 会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成立。在布什报告的广泛影响力

下，大科学装置和国家实验室曾一度成为基础研究的

代名词。从历史视角审视，布什的线性模式之所以能

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军事战争与国际竞争的

推动。基础研究与国防军事需求的紧密捆绑，以及与

大科学装置和国家实验室的密切联系，共同促成了这

一模式的成功。

另一方面，线性模式是关于创新活动的最早理论

框架，在布什观念的影响下，产生了由基础科学到技

术创新，再转化为开发、生产和经济发展的模式。这

种模式是一种代表动态形式的一维的“线性模式”，

即基础研究引起应用研究与开发，再依据创新是一种

产品还是工艺，转到生产或经营。科技创新应该按照

“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发展研究→生产和开发”的

线性模式进行。基础研究与经济增长之间也存在“基

础研究→新概念、新原理→新成品、新工艺→新产业→
经济增长”的线性关系[19]。

该模式表明，从长期收益的角度来看，学术界从

事的基础研究，通过线性序列的推进，最终将对企业

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工艺创新以及服务业态创新等

产生推动作用[20]。在此模式下，科技成果产业化的

过程也被视为单向线性的，但目前对这一过程中创新

主体间的互动关系尚未给予充分的关注[21]。大科学

装置的初衷是实现科技进步、技术追赶与超越等科学

技术效益，其定位是作为基础研究的支撑平台。在基

础性、前沿性的科学研究中，大科学装置发挥着策源

地的作用。然而，基础研究成果在科学技术通向产业

化的过程中，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这要求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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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要实现产品化，而且在产品化之前，技术的不断

创新与提升也是不可或缺的。因此，依托大科学装置

的科技成果产业化具有链条更长、前端研发占比大的

特点，而利用装置突破核心技术也是其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从这一角度看，依托大科学装置的科技成果产

业化与线性模式相契合。以兰州重离子加速器

（Heavy Ion Research Facility in Lanzhou，HIRFL）为

例，其依托数十年基础研究积累，摸清了碳离子束流

杀伤肿瘤细胞的基本原理，进而攻克了医用重离子加

速器关键技术。经过临床试验验证后，该技术于

2019 年获批三类医疗器械注册并实现产业化推广。

同样，中国散裂中子源（China Spallation Neutron 

Source，CSNS）相关技术催生的首个产业化项目——硼

中子俘获治 疗 （Boron Neutron Capture Therapy，

BNCT）项目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这两个例子都展

示出了新模式影响大科学装置科技成果产业化的两个

特点：首先，从基础研究出发，最终将新技术、新工

艺或新产品等推向市场与产业，二者创新环节的起始

点与终点一致；其次，使用大科学装置开展的科学研

究通常周期更长、投入更大，成果产出这一环节通常

面临较大的瓶颈，故前端基础研究的成败具有决定性

作用，基础研究的地位如布什所宣称的一样举足

轻重。

二战以后，美国联邦政府给予科学研究的资助持

续增长，然而，随着冷战威胁的减弱和美国社会民主

运动的兴起，联邦政府对科学研究的资助程度自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开始削弱[21]。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

后，美国国家对科学研究的资助体系发生了彻底转

型。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 R.R. 威尔逊（Robert R. 

Wilson）为首的一批美国高能物理学家倡议建造超导

超级对撞机（Superconducting Super Collider，SSC）。

从 1987年SSC工程正式实施到 1993年底美国国会最

终决定中止SSC建造工程，历时7年，投资超20亿美

元的大科学装置建设由于其背后政治博弈、科学与经

济价值争议等原因戛然而止[22]。这在某种程度上宣

告了线性模式的破产，政府对投资建设大型科学工程

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大科学装置

的经济效益、预期回报与产业化问题的争论。

2　二维象限模型与大科学装置的科技成果产

业化

二维象限模型在对线性模式的讨论与争辩中被提

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唐纳德·司托克斯

（Donald E. Stokes）于1997年出版《基础科学与技术

创新：巴斯德象限》[23]。司托克斯基于线性模式与

拓展型模式，承认知识的发现与应用间存在张力，但

反对将科学研究简单分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传统

二分法。他依据研究动机提出了横轴为是否面向应

用，纵轴为是否追求基本理解的二维的坐标体系，从

而将科学研究分为包括波尔象限（纯粹基础研究）、

巴斯德象限（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爱迪生象限

（纯粹应用研究）等在内的四象限。其中，应用导向

的基础研究备受关注，司托克斯通过引证巴斯德奠定

的微生物学研究的案例，指出科学与技术间存在动态

关联，科学知识的发现与应用可以并存于同一科研活

动过程中[24]。“巴斯德象限”指那些既寻求对科学问

题的基本理解，又对社会有直接应用价值的研究。科

学探索存在基础研究与应用的结合，显然布什的二分

法无法涵盖此类科学研究[25]347。

二维象限模型引发了学术界与政策界的广泛讨

论，其强化了科学、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联系，为美国

创新政策提供了新的理论支点[26]。后续学者进一步

拓展二维象限模型，提出技术科学象限[25]348、组织

化基础研究[27]等分类，强化了应用与基础研究的融

合逻辑。此外，二维象限模型理论的应用突破了传统

科研机构的属性界定。在巴斯德象限指导下，科研活

动与成果转化相互融合，平台机构被赋予产业属性，

从而打破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之间的界

限，促成深度合作。产业转化型科研机构与战略前沿

型科研机构正是这一思想的延伸[28]。国家实验室和

大科学装置作为更具战略性、前沿性的科研平台，既

承担基础研究使命，又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兼具

前瞻性与应用性。自 20世纪上半叶美国国家实验室

体系建立以来，其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任务[29]。美国

众多大科学装置由国家实验室运行管理。随着“人类

基因组计划”“信息高速公路”等重大科技计划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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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美国部署了费米直线加速器（Linac）、斯坦福直

线对撞机（Stanford Linear Collider，SLC）等大科学

装置[30]173，迅速在高能物理、能源、纳米科技等领

域取得突破。依托大科学装置的国家实验室成为重大

科学发现、先进技术与高端人才的重要载体，有力支

撑了美国科技强国地位[30]174。

我国的大科学装置定位与布局也蕴含着二维象限

模型理论的特点。已建设运行的大科学装置可以分为

专用型、公共平台型、公益型三类。其中专用型、公

益型大科学装置是人类拓展认知能力、发现新规律、

产生新技术的创新载体，与纯粹基础研究的波尔象限

的吻合程度较高；公共平台型大科学装置更加强调用

户需求与应用导向，使技术与科学的结合更加融洽，

是巴斯德象限的影射。“十四五”规划提出的大科学

装置建设名单中，将大科学装置重新划分为战略导向

型、应用支撑型、前瞻引领型和民生改善型，同样涵

盖了二维象限模型的思想。其中应用支撑型与民生改

善型大科学装置都直接由具体的应用需求引发而建

设，与巴斯德象限的思想更为契合，目的是为具体应

用场景下提高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能力奠定基础、提

供保障，进而突破技术封锁，实现产业创新或改善民

生水平。CSNS是公共平台型大科学装置的代表，也

隶属于应用支撑型大科学装置，其实践深刻诠释了巴

斯德象限“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理念。CSNS建立

了专门的企业用户机制，利用大气中子辐照谱仪为华

为、南方电网等数十家企业完成电子元器件检测，助

力突破出口技术壁垒；借助中子衍射优势帮助比亚迪

完成锂电池原位分析，支撑兆瓦级快充技术研发[31]。

这些研究在解决企业实际技术难题的同时推进了材料

微观结构的科学认知，这正是巴斯德象限的典型特

征。合肥同步辐射装置同样体现了这一逻辑，该装置

衍生出的质谱成像技术可自动分辨组织性质，如癌旁

组织与肿瘤组织，显著提高医疗诊断效率[32]。研发

团队在面向医疗应用的技术开发过程中，同步推进了

对生物组织光学特性的基础认知。平台型装置的技术

溢出具有多领域辐射特征，使其更易实现巴斯德象限

所描述的基础与应用的双向渗透。

3　三螺旋模型与大科学装置的科技成果产

业化

三螺旋理论蕴含了协同的思想，是学者们对科学

研究主体关系的进一步反思。1990年之前国际学术

界主要关注大学-产业、大学-政府及产业-政府双螺旋

关系的研究，特别是大学-产业的研究[33]。基于对麻

省理工学院及周边高科技产业集群的观察，埃茨科瓦

茨 （Henry Etzkowitz） 和 雷 德 斯 道 夫 （Loet 

Leydesdorff）提出大学-产业-政府三螺旋模型，用以

分析知识经济时代三者的新型互动关系[34-35]。该模型

创建了非线性网状创新框架，三方以经济发展为纽

带，通过产业联络、技术转移与合同办公室等媒介相

互作用，螺旋上升[36-40]。在这一动态关系中，各主体

不仅保留传统身份，还可能因绩效需求而承担其他主

体的角色[41-43]。随着科研组织模式的演变，三螺旋中

的“大学”被拓展为涵盖研究机构在内的“学术界”。

何枭等[44]在测度国家实验室协同创新时，将大学、

科学院、政府研究机构、实验室、医院等统归为“科

研机构”。国内学者亦将“政产学”三螺旋视为协同

创新的典型范式，广泛应用于科技成果产业化与重大

产业发展问题的分析[37]6。

大科学装置深度嵌入进“政府-产业界-科研界”

协同网络（图1），其核心价值体现在两方面。其一，

作为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利器，为科研人员提供普通

实验室难以达标的极端实验条件，如综合极端条件实

验装置具备极低温、超高压、强磁场等环境。其二，

通过集聚培养高端科技人才形成内生创新力。大科学

装置内部科学家，又称谱仪科学家，全程参与运维并

指导外部实验，如合肥强磁场中心吸引哈佛博士后团

队加盟[45]，CSNS的谱仪科学家全程参与装置运维并

指导外部科研人员实验。在三螺旋模型框架内，大科

学装置不仅作为独立的科研主体存在，还与外部科研

界进行着双向的互动交流。图1以虚线圈绘出大科学

装置位于科研界（实线圈）之内，象征其已成为科研

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科学技术成果产出的关键力

量。然而，大科学装置并非孤立封闭，而是与外部科

研界保持着“对话”，这种“对话”体现了其开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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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包容性。大科学装置与科研界的双向箭头则代表二

者紧密交流、合作的动态关系，大科学装置通过开放

共享机制输送重大原创成果与人才，同时吸收外部研

究需求驱动自身技术迭代。

在依托大科学装置开展科技成果产业化的过程

中，政府、大科学装置、产业界和科研界多方形成合

力，促进大科学装置“沿途”成果、建成后产出的相

关成果实现转化，提高产业创新能力，实现创新链与

产业链的深度融合。CSNS的BNCT项目是三螺旋协

同的典型案例，在东莞市政府多部门支持下，中国科

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国科中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人民医院形成“政府引导、科研支撑、产业协

同、临床落地”的创新网络。2025年8月，国产首台

BNCT系统成功完成首例复发鼻咽癌患者治疗[46]。这

一进程中，政府扮演制度供给者，CSNS输出核心技

术，企业承接转化制造，医院负责临床验证，各司其

职又相互渗透[47]。诸多国内大科学装置通过共建产

业创新中心、规划科学城等模式，形成政产学研协同

网络[48]。亦有大科学装置在组织管理制度方面积极

与企业、政府配合，如包含英国散裂中子源（ISIS 

Neutron and Muon Source，ISIS）、日本质子加速器

（Japan Proton Accelerator Research Complex， J-

PARC）、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LBNL）（斯坦福直线

加速器和回旋加速器等）、上海光源（Shanghai 

Synchrotron Radiation Facility，SSRF）、兰州重离子

加速器（HIRFL）在内的国内外大科学装置管理方均

成立产业化促进部门，为依托装置产出的科技成果提

供产业化动力，调动其积极性[15]820。这些正是依托

大科学装置开展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政产研（装置）

三边网络与混生组织的具体表现。

不同类型的大科学装置具有不同的应用目的，与

产业、政府的互动程度有所不同。公共平台型大科学

装置为多学科领域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

研究服务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能力，通常来说，是三

类大科学装置中与产业界接触、关联最多的一类装

置。部分公共平台型大科学装置通过开放专用机时、

构建企业用户网络，推动技术转移转化。例如，ISIS

与劳斯莱斯、联合利华等300余家企业建立合作，通

过快速通道和完全保密的商业服务机制，为企业提供

材料科学领域的定制化研发支持[49]。日本SPring-8光

源（Super Photon ring-8 GeV）将 10%~20%机时用于

企业研发，催生出了由企业主导在光源投资建设产学

合作/产业专用线站的新模式，如丰田汽车独立出资

的Toyota beamline[50]。我国上海光源线站仅在试运行

期间就为35余家领军企业提供定制化技术解决方案，

并已服务 40余家药物研发机构，支撑了多款创新药

物的研发[51]。国际经验表明，企业深度参与装置共

建与专用线站运营，可形成技术秘密积累与产业化快

速通道。

专用型大科学装置用于实现特定学科领域的重大

科学技术目标，与产业界互动相对较少、外溢效应较

弱[52]，但部分装置在建设运行中已显现技术溢出。

例如，江门中微子实验 （Jiangmen Underground 

Neutrino Observatory，JUNO）的建设还催生了一批

关键核心技术落地转化：深圳大地幕墙公司，为解决

探测器建设中的精密安装难题，研发了模块化技术，

此技术不仅应用于深圳湾文化广场等项目，还成功

“出海”，在美国纽约得到应用。另一方面，北方夜视

图1　嵌入大科学装置的政府-产业界-科研界三螺旋模型

Figure 1　The tripartite helix model of government, industry, and 
scientific community embedded within large-scale scientific facilities 
(LSS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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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研究院集团则成功研制出国际首创的 20英寸微

通道板型光电倍增管，这一技术不仅在医疗仪器、辐

射测量等领域大放异彩，还构建了一个自主可控的产

业化平台[53]。在高效低碳燃气轮机试验装置方面，

东方汽轮机、中国重燃等十余家自主燃气轮机研发单

位已受益于其服务。2026年初，透平试验平台顺利

通过国家级性能工艺测试，填补了国内高温、高负荷

冷却透平试验装置的空白。未来该装置还将与燃气轮

机厂商深化合作，共同推动成果转化公司的成立，以

期将技术、产品推向市场[54]。这表明，尽管专用型

装置的产业外溢效应不如平台型装置那样直接和广

泛，但通过装置建设过程中的技术攻关，依然能够带

动相关企业实现技术跃升，并逐步向产业领域辐射其

影响力。

公益型装置不以产业升级为直接目标，通常不与

产业界进行直接互动，而是通过政府主导的公共部门

开放式创新机制，在运行过程中间接地产生经济社会

效益。政府作为创新平台的搭建者，打破了装置运行

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制度壁垒，并引入了多元主体的协

同参与，共同创造价值。以FAST为例，贵州省政府

通过顶层设计，将FAST纳入首批“中国科技旅游基

地”[55]，并以政策性银行贷款引导40亿RMB投入天

文小镇建设[56]，从而吸引社会资本开发科普研学项

目。这一举措不仅促进了FAST在脉冲星等领域的科

学突破，还带动了贵州平塘“科技旅游”的爆发式增

长[57]，形成了一条从科学发现到科普传播再到旅游

消费的价值链。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则体现

了另一种路径，昆明市盘龙区政府依托种质资源库科

研能力，联合区农投公司、村集体和种业企业，建设

种质保护繁育基地，将体细胞胚育种技术精准导入咖

啡产业，促进云南咖啡向精品化转型[58]。两种实践

表明，公益型装置的经济效益源于政府主导的开放式

创新，通过布局规划、搭建平台与政策引导，将装置

的公共价值外溢与社会多元主体参与相结合。这种

“科技+产业”的间接溢出模式，其成效与装置自身

条件、区域资源禀赋及地方政策导向密切相关，具有

较强不确定性。

4　发明-发现循环与大科学装置的科技成果产

业化

2016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那拉亚

那 穆 提 （Venkatesh Narayanamurti） 与 欧 度 茂 苏

（Toluwalogo Odumosuhe）在《发明与发现：反思无

止境的前沿》中提出发明-发现循环模型（Discovery-

Invention Cycle Model，DIC）[59]，对科学创新、技

术创新与产业创新进行了新理论概括。该模型反思了

布什线性模式与巴斯德象限，认为发现与发明是一个

双向跨越、循环往复的有机整体，而非简单的基础与

应用二分关系。DIC模型强调，科学研究是发明与发

现之间动态转换的过程，两者相互依存，在创造新知

识和新应用方面具有同等重要性。通过分析信息通信

与核磁共振领域的诺贝尔奖“获奖家族”，那拉亚那

穆提揭示了发明与发现的动态循环特征：发明并不总

是直接源自科学发现，也可能由已有发明催生；重要

的科学发现同样可能源于技术创新。1956年诺贝尔

奖即展示了研究同时影响发现与发明的可能性，这类

根本性创新（radically innovative）的研究成果更具综

合性[59]51-57。DIC模型为理解科技创新的复杂性与模

糊边界提供了更为综合、整体的视角。

基于对诺贝尔奖获奖案例的分析，那拉亚那穆提

进一步指出，秉持广义研究概念的机构（如美国工业

实验室）能够促使发现与发明间的切换。这类机构允

许研究人员同时开展理论与实践研究，即在研制原型

装置的同时探索其基本性质，为根本性创新提供沃

土。此外，多学科专业知识与研究者间高水平的互动

也是发明-发现循环的关键因素——科学家与工程师、

理论家与实验家之间的持续深入交流能够提升知识在

创新循环中的流动性。营造利于循环流动的环境同样

重要，需建立跨主体协同机制以整合创新过程，同时

树立长期视角，关注研究的深远影响。发明-发现循

环模型强调长远的技术愿景与未来科学，这与我国部

分大科学装置的建设目的密切吻合。《国家重大科技

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规划（2012—2030年）》明确，

大科学装置是为探索未知世界、发现自然规律、实现

技术变革提供极限研究手段的复杂系统。我国已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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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多数装置可归类为以世界科技前沿为导向的前瞻

引领型，承担“从 0到 1”的探索型研究任务[60]426，

其长周期特征与DIC模型高度契合。

在“发明-发现”循环模型框架内，平台型与应

用支撑型大科学装置的开放使用为根本性创新构筑了

有利条件。这类装置不仅为探索性研究提供了必要的

基础设施，而且着重于推动创新研究的开展。2009—

2024年，SSRF支持用户完成了超过2万个实验项目，

发表了 1.1万余篇学术论文，涵盖了从纯粹的基础研

究——包括在《自然》和《科学》等顶级期刊上发表

的超过220篇论文——到面向应用的技术创新，如病

毒疫苗结构设计、质子治疗系统的国产化，这些都体

现了研究同时促进发现与发明的潜力[61]。更重要的

是，应用需求不断反馈至装置优化，促进了线站建设

和谱仪升级。这种“发现支撑发明、发明牵引发现”

的循环机制，正是 DIC 模型的典型体现。2026 年 1

月，东莞理工学院团队在CSNS工程材料中子衍射谱

仪上开展电弧熔丝增材制造原位打印试验，既破解了

3D打印过程无法实时捕捉材料内部动态变化的行业

难题，又在试验中深化了对金属材料动态演化的科学

认知，实现了技术创新与科学发现在同一过程中的同

步推进[62]。DIC模型在科学、技术和工程间架起桥

梁，能够指引平台型装置的科技成果产业化。此类装

置通常针对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瓶

颈问题，以技术突破和国家需求为导向，致力于将基

础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60]426。同时，平台型装

置具备科学研究与工程应用双重能力，支撑跨领域跨

学科合作。研究表明，2009—2022年SSRF产出的科

研论文，跨学科融合水平逐步提高，跨越4~6个学科

的论文数量显著增加[63]。这种特性与管理机制能够

有效促进根本性创新萌芽，推动发明性研究在知识流

动中迭代升级，支撑关键技术领域的工程实施与产业

进步。

在DIC模型的国际影响层面，美国部分大科学装

置的运营管理正呈现出从“科学驱动”向“科学-技

术双向贯通”的转型趋势。以美国能源部为例，其下

属国家实验室在化学工程、生物学、凝聚态物理、计

算科学等 30余个学科领域构建了核心研究能力，并

运营着阿贡领导力计算设施（Argonne Leadership 

Computing Facility，ALCF）、DIII-D 国家聚变设施

（DIII-D National Fusion Facility）等近 30座世界知名

的大科学装置，研究活动覆盖从早期概念探索到成熟

技术开发的完整创新链[64]。从DIC模型的视角来看，

这种多学科集成、全链条贯通的布局，为发现与发明

之间的持续转换提供了制度与平台支撑。然而，现有

机制在向能源、临床等应用领域延伸时仍存在衔接短

板。那拉亚那穆提因此强调，能源部及其下属装置需

进一步强化与产业界的深度协同，卫生研究院则应加

强与临床研究的联动，从而真正将DIC模型所揭示的

“发明-发现”动态循环嵌入大科学装置的管理实践

之中。

5　四种创新模式的关系与融合应用

在科技政策领域，从布什的线性模式到DIC模

型，一系列理论模型不断演进，共同构成了理解科学

与技术发展的坚实基础。布什的线性模式将基础研究

视作创新的源泉，并强调其与应用研究的分离。二维

象限模型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引入了巴斯德象

限，突出了应用驱动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三螺旋模型

引入了协同思想，强调政府、学术界与产业界之间的

互动关系。DIC模型则对线性模式及巴斯德象限提出

了批判，提出了一个发明与发现双向循环的动态知识

生产框架。这四种模型在研究分类上呈现出从二元对

立到整体性回归的演进轨迹。从布什严格划分基础与

应用研究，到二维象限承认二者的融合但未打破界

限，再到三螺旋从行动主体视角跳出分类局限，最终

DIC回归研究活动本质，搭建了一个灵活动态的知识

生产模型。在研究实践上，也出现了从专业性偏好向

跨学科协作的转变。三螺旋与DIC尤其强调协同创新

与跨学科合作的重要性，认为解决复杂问题需要多领

域专家的协作和机构的联动，以及能够鼓励根本性创

新的研究机构和综合型人才。

大科学装置的科技成果产业化并非单一创新模式

的线性延伸，而是多模型动态适配的复杂过程。大亚

湾中微子实验的建设过程体现了三螺旋模型与发明-

发现循环的融合。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提出独

到的探测器设计方案，广东中泽重工承接核心部件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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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制造任务，为达到远超企业常规能力的焊接精度，

科研机构与企业围绕核心技术攻关形成深度协同[65]，

体现了三螺旋中的主体互动。企业为攻克技术难关进

行了近80次焊接试验，第一台钢罐耗时超过1 a，是

普通产品的7倍[66]，但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制造精度

和工艺创新的根本性跃升，也成功实现了发明-发现

循环所描述的技术能力跃升与知识积累的双向循环。

BNCT项目在产业化进程中经历了三个关键阶段，不

同的创新模式适配不同的发展阶段。其技术积累阶段

集中体现了线性模式驱动的技术供给逻辑，技术突破

高度依赖政府主导的科研计划投入与散裂中子源工程

团队的持续攻关。在产业化初试阶段，BNCT研发进

入巴斯德象限——基础研究（装置优化）与应用目标

（癌症治疗）深度交织，技术成熟度显著提升。在产

业化模式逐步确定的过程中，BNCT项目形成了三螺

旋模型与发明-发现循环下的协同网络，政府、装置

与产业间存在深度互动，科学探索与技术应用也能够

相互反馈[46]。

在考虑四种创新模式互补性的基础上，其产业化

模式的形成受到装置类型、技术特性和制度环境的共

同调节。对于平台型或应用支撑型装置，其技术溢出

具有多领域辐射的特点，这促进了多模型协同，特别

适合采用巴斯德象限与三螺旋协同的复合模式，这种

模式尤其依赖于任务导向与市场需求的共同推动。而

专用型装置则因其技术路径的高度聚焦，其产业化更

多地依赖于线性模式与DIC模型的嵌套，在完成基础

原理验证的同时，借助循环模型优化实际功能与应

用。至于公益型装置，由于其技术成熟度低且商业化

周期长，模型互补需侧重政府主导的长期投入逻辑，

在确保科学目标的前提下，通过数据开放、技术溢出

与社会需求对接，探索可持续的开放式创新机制。这

种多样性表明，大科学装置产业化需突破静态理论框

架，在四种创新模式的动态平衡中构建适应性策略。

6　优化路径与政策建议

我国大科学装置的布局思路已从“基础研究为

主”转为“基础与应用并重”[67]。通过应用不同创

新模式探讨其科技成果产业化，可深入理解其运作过

程，为功能定位转向提供理论依据，并总结产业化经

验。线性模式适用于早期技术攻关阶段；巴斯德象限

在平台型、应用支撑型装置中体现最为典型，展示了

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如何促进科学与技术的双向渗

透；三螺旋模型在BNCT项目中得到验证，形成多方

协同创新网络；发明-发现循环则贯穿装置运行全过

程。BNCT案例表明，大科学装置的产业化需要多个

创新模式的动态适配。“十五五”期间，装置建设更

加聚焦国家战略与未来产业布局，应依据不同功能定

位融合创新模式，以整体、系统和动态的视角指导产

业化实践。

基于对不同创新模式的分析，大科学装置科技成

果的产业化可以考虑三重路径。第一，构建分阶段支

持体系。基础研究阶段以政府投入主导长周期高风险

探索，应用阶段引入巴斯德象限理念，通过产业需求

库与联合实验室衔接技术验证；产业化阶段依托地方

园区提供税收减免、知识产权质押等政策闭环。第

二，强化政产学研三螺旋协同。政府设立产业化办公

室统筹对接，科研机构完善技术转移机制，产业界牵

头组建技术联盟攻关共性瓶颈。第三，实施差异化路

径。前瞻引领、战略导向型装置设立交叉实验室推动

“原理-应用”双向循环；平台型或应用支撑型装置提

高产业机时占比，引入企业投资优化市场化机制，公

益型装置探索“科技+文旅”模式，以科普 IP激活区

域经济。

7　结论

大科学装置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与新质生产力

的重要载体，其科技成果产业化是打通创新链、产业

链、资金链、人才链的关键环节，对推动我国科技高

水平自立自强与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当前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已从规模扩张转向效能提

升，从“基础研究为主”转为“基础与应用并重”，

如何依托经典创新理论破解成果转化难题、构建适配

性路径，成为亟待回答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本研究围

绕线性模式、二维象限模型、三螺旋模型与发明 - 发

现循环模型四类经典创新理论，系统解析其在大科学

装置科技成果产业化中的适用性与实践路径，主要结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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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如下。

第一，四种创新模式在大科学装置产业化中各有

理论价值与适用边界。线性模式揭示了基础研究驱动

技术突破与产业应用的单向传导逻辑，适用于装置早

期原理验证与核心技术攻关阶段；二维象限模型以巴

斯德象限为核心，强调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契合平

台型、应用支撑型装置的功能定位；三螺旋模型构建

政府-科研界-产业界协同网络，为多元主体协同转化

提供组织机制；发明-发现循环模型揭示科学发现与

技术发明双向互促、循环迭代规律，适配装置长周

期、跨学科的颠覆性创新特征。四种模式并非相互替

代，而是在创新演进中形成继承、互补与融合的理论

体系。

第二，不同类型大科学装置的产业化路径存在显

著差异。平台型 / 应用支撑型装置技术溢出广、产业

关联强，适合采用巴斯德象限与三螺旋协同的复合模

式，以需求牵引与多方协同推动成果高效转化；专用

型装置学科目标聚焦、外溢效应相对间接，多呈现线

性模式与发明-发现循环嵌套特征，依托建设与运行

中的技术攻关实现产业辐射；公益型装置不以直接产

业化为目标，主要依靠政府主导的开放式创新，通过

科技文旅、公共技术服务等路径实现价值转化。

第三，大科学装置产业化是多主体、多阶段、多

模型动态适配的复杂过程。政府、科研机构、企业等

主体在不同阶段可实现角色动态转换，单一创新模型

难以覆盖全流程。建议在实践中依据装置类型、技术

成熟度与转化阶段，对四种模式进行灵活调配与融合

应用，构建“基础研究-应用开发-产业落地”分阶段

支持、政产学研多主体协同、不同装置差异化推进的

动态创新分析框架，提升成果转化效率与可持续性。

本研究丰富了大科学时代创新理论的应用场景，

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成果转化提供了理论支撑，同时

为我国大科学装置功能定位优化、产业化路径设计与

创新政策制定提供可借鉴的实践依据，有助于推动创

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未来

研究可结合更多装置案例，开展量化实证与国际比

较，进一步优化适配中国国情的大科学装置科技成果

产业化机制与政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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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phical Abstract

Abstract: Linear Model, Two-Dimensional Quadrant Model, Triple Helix Model, and Cycles of Innovation and Discovery (DIC) 
are four fundamental types of innovation models. The technological industrialization of Large Scale Scientific Facilities (LSSFs) 
is a crucial pathway for driv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s well as industrial upgrading, serving as a vital sourc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applicability of four classical innovation models in the 
technological industrialization of LSSFs. By analyzing the interaction among these models, this research seek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functional positioning and industrialization pathways of LSSFs, promoting deep integration of 
scientific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case studies, this research synthesizes the core theories of the four 
innovation models: the linear logic from basic research to industrialization, the application-oriented basic research embodied in 
Pasteur's Quadrant, the government-industry-academia collaboration mechanism in the Triple Helix Model, and the bidirectional 
interaction betwe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DIC Model. Using Chinese LSSFs such as the China Spallation Neutron 
Source, Shanghai Synchrotron Radiation Facility, and the Daya Bay Neutrino Experiment Station as cases, the study examines 
how these models apply to different types of facilities.

Technological industrialization of LSSFs requires breaking through single-model frameworks to construct a "dynamic 
adaptation" analytical framework. First, establish a phased support system: government investment leads in the basic research 
stage, industrial demand databases are introduced in the application stage, and industrial park policies form a closed loop in the 
industrialization stage. Second, strengthen the trinity collaboration: the government sets up an industrialization office, research 
institutions optimize the technology transfer mechanism, and the industrial sector takes the lead in establishing technology 
alliances. Finally, design differentiated paths: platform-type facilities increase industrial machine time usage, specialized facilities 
focus on the "basic principle-application optimization" cycle, and public welfare facilities explore the IP economy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These findings above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industrialization policy-making and cross-stakeholder 
collaboration in LSSFs, emphasizing dynamic complementarity among models and adaptability to LSSF types, with practical 

Highlights

Analyzes applicability of four 
innovation models in LSSFs' 
technological industrialization.

Highlights distinct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es of platform-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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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ications for enhanc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echnological industrialization of LSSFs requires breaking through single-model frameworks to construct a dynamic 
innovation analysis framework. This involves integrating and adapting the four innovation model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contexts: establishing a phased support system across basic research, applic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stages; strengthening 
trinity collaboration among government,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industry; and designing differentiated paths for platform-type, 
special-purpose, and public welfare facilities. These findings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policy-making and cross-
stakeholder collaboration, emphasizing dynamic complementarity among models and adaptability to different facility types.

Keywords: innovation model; Linear Model; Two-Dimensional Quadrant Model; Triple Helix Model; Cycles of Innovation and 
Discovery; Large Scale Scientific Facilities (LSSFs); technological industri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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